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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
———基于英美、德国和中国新冠疫情初期应对政策的比较与思考∗

张　 浚　 周　 弘

　 　 内容提要:国家责任观念体现了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ꎬ而国家的行为

责任提供了观察一国基本价值观念的重要视角ꎮ 新冠疫情期间ꎬ英美、德国和中国采取了

不同的防控措施ꎬ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内部对国家行为责任的不同认知ꎮ 对其观念形

成的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可以发现ꎬ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是由其资源禀赋、文化历

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ꎬ具有内在的规律性ꎮ 构筑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ꎬ需要跨文化的视角ꎬ

在理解不同文化形态的基础上ꎬ努力实现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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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内部ꎬ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哪些责任? 对应着这些责任ꎬ国家或政府具

有哪些权能ꎬ实现哪些功能? 用什么方式来行使这些权能和实现这些功能? 国家和政

府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吗? 以责任为基础的权能又是如何界定和限制的? 上述问题

与这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的基本价值观念紧密相连ꎬ这些观念决定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

结构、职能与行为方式ꎬ体现了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和对国家功能的基本诉求ꎬ

也影响了一个国家内部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国家的行为责任提供了观察一国基本价值观念的重要视角ꎮ 即便被认

为是“价值共同体”的西方国家之间ꎬ对国家行为责任的理解也存在深刻的分歧并导

∗ 本文源自 ２０２０ 年作者受托进行的一项针对中欧价值观差异的研究ꎮ 其时恰逢欧美各国新冠疫情日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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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尝试ꎬ本文历经修改ꎬ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ꎮ 衷心感谢文章的评审专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
见ꎬ在他们的帮助下ꎬ文章才以现在的样貌呈现在读者眼前ꎮ 对于价值观差异这样一个命题ꎬ很难给出简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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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基本制度的差异ꎮ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ꎬ在以赛亚柏林区分

的两种自由权利———“消极自由权利”和“积极自由权利”———的基础上ꎬ将“自由民主

主义”进一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意志民主主义”ꎬ其蓝本是美国ꎻ另一类是“社

会民主主义”ꎬ其蓝本是德国ꎮ 所谓“消极自由权利”关注的是“哪些规则和关系与个

人相对立”ꎬ它旨在保护个体ꎬ避免国家或社会对于个人的侵犯ꎬ例如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对儿童使用暴力等等ꎮ “积极自由权利”则关注“社会应当做些什么ꎬ来使所有人

能够自由或变得自由”ꎮ 它强调应该支持社会中所有人发挥自我个性ꎬ参与社会事

务ꎬ例如人受教育的权利ꎮ 这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念是划分“自由意志民主主义”与“社

会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ꎬ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民主主义”强调“消极自由

权利”ꎬ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实现与“积极自由权利”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领

域内的基本权利ꎬ不仅要在形式上保证人的各种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权利ꎬ而且强调

要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地实现这些权利ꎮ 不同的权利观念衍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责任

观念:在“自由意志民主主义”国家中ꎬ国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极其有限ꎻ而在“社

会民主主义”的制度下ꎬ国家获得了多种经济社会责任ꎬ需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ꎮ①

可见ꎬ关于国家行为责任的观念对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ꎬ也构造了国

家内部的基本社会生活场景ꎮ

新冠疫情的暴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窗口ꎮ 在这场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社会危机面前ꎬ美英等盎格鲁－撒

克逊国家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欧洲国家②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美英为了保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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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正常运转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对疫情放松管控ꎻ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则

根据疫情采取了时松时紧的平衡管控措施ꎬ在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与维护公共卫生

之间寻求平衡ꎮ 从这些政策差异中可以看出美英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在国家行为责

任上的观念差异ꎮ 这些观念是历史形成的ꎬ由国家和社会特定的发展经历和文化传统

塑造ꎬ不仅具有内在的规律性ꎬ也有历史的延续性ꎮ 本文无意从理论层面静态地分析

不同国家的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具体内容和重要区别ꎬ也不试图分析这些观念如何影

响和塑造了具体的政策ꎬ而是尝试梳理其演化的历史脉络ꎬ将现有的观念置于历史发

展的图景中ꎬ以期更好地理解其所以然的原因ꎮ

由于对国家所应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认知是英美与德国之间国家行为责任

观念差异的重要方面ꎬ本文将聚焦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家行为责任的分析ꎮ 此外ꎬ

由于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ꎬ与英美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

陆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ꎬ所以ꎬ虽力有不逮ꎬ本文仍粗线条式地梳理了中国的国家经济

社会责任的演化历史ꎬ以期加深对中西观念异同的理解ꎮ

一　 三种不同的初期防疫策略

新冠疫情初起ꎬ英美、大陆欧洲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ꎮ 英美两国走的是

“消极抗疫”的路线ꎬ英国还以“群体免疫”的理论来支持政府的消极抗疫策略ꎬ引发舆

论批评ꎻ德国等大陆欧洲国家走的是“平衡”路线ꎬ在疫情管控与经济社会运转之间寻

找平衡ꎬ兼顾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稳定ꎻ中国则选择了坚决防控的路线ꎬ以短时付出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ꎮ

(一)英美两国的“消极防控”

面对新冠疫情ꎬ英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消极防控”的策略ꎮ 两国政府在疫情初

期都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干预政策ꎬ尽可能少地介入私人领域ꎬ并力图维持经济活动

的正常进行ꎮ

英国政府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疫情初起时ꎬ公开以“群体免疫”的理论为其消极防控政

策背书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 日英国政府升级其防控措施之后ꎬ负责英国新冠病毒防疫

工作的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警告说ꎬ多达 ８０％的英国人可能被感染ꎬ其中 １％可

能死亡ꎮ 在防控升级后ꎬ英国政府也只是公布了一些行动建议ꎬ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

措施ꎮ 在公布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计划的同时ꎬ负责疫情防控的官员明确表示ꎬ英国

的政策目标是压减峰值、压平曲线ꎬ而不是彻底消除疫情ꎮ 此后不久ꎬ英国政府首席科

３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



学官瓦朗斯公开宣称ꎬ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会持续较长时间ꎬ且有可能成为像季节性

流感一样的流行病ꎬ因此战胜病毒的“终极方式”是让英国民众通过患病来获得“群体

免疫”ꎮ 据测算ꎬ需要 ６０％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ꎬ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ꎮ 同日ꎬ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公开表示:“坦白地说ꎬ更多家庭将失去亲人”ꎮ ① 这些言论引发热

议ꎮ 显然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ꎬ即高龄老人、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以及贫困人口将承受

更多的风险ꎮ

此后ꎬ随着疫情日趋严峻ꎬ英国政府继续升级管控措施ꎬ并限制经济活动ꎮ 但是ꎬ

对比欧洲其他国家ꎬ英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仍然是相对宽松的ꎮ 英国未关闭边境ꎬ人

员、货物和资本都可以进出边境ꎮ 政府只是建议海外公民回国ꎬ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国

际旅行ꎬ而且也较早地开始解禁ꎮ②

尽管英国有覆盖全民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ꎬ但是ꎬ由于政府和医疗机构没有为应

对疫情做好充分准备ꎬ医疗系统就成为直接承压的机制ꎬ无法为新冠病患提供有效治

疗ꎬ甚至无法充分保障医护人员的健康ꎮ 在疫情暴发初期ꎬ全英国仅有 ５９００ 台呼吸

机ꎬ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短缺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泰晤士报»刊登了 ３９６３ 名医护人

员的联名信ꎬ曝光了医护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严重短缺的现象ꎬ并强烈要求英国政府

“保护救人者的性命”ꎮ 尽管如此ꎬ英国始终坚持不加入欧盟的紧急计划ꎬ拒绝参与欧

盟的医疗设备统一采购ꎮ 英国卫生部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ＮＨＳ)一道采取了一些措

施缓解医疗机构的压力ꎬ包括新建医院、重新聘用 ３ 年内离职的医护人员、安排医学院

学生从事临时性的医护工作ꎬ斥资 ４０ 亿英镑采购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用品等ꎮ 但是ꎬ
医疗设备、用品和人员紧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ꎮ③

英国政府虽然在疫情防控方面精打细算ꎬ在施行经济救助方面却绝不吝啬ꎮ 它及

时出台了多种经济救助措施ꎬ力图减轻新冠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冲击ꎮ 第一ꎬ通过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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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２１ 日ꎮ
同上ꎮ

病毒检测是主动发现新冠病患、及时切断病毒传播的一项重要措施ꎮ 在这一方

面ꎬ英国政府的作为是极其有限的ꎬ在早期既没有推行全民检测ꎬ也没有实现免费检

测ꎮ 全英仅建立了 ６０ 多个新冠检测点ꎬ在 ４ 月初ꎬ每天的检测量仅为 ５０００ 次ꎮ ４ 月 ２

日ꎬ政府的一位科学顾问公开表示:“大规模检测从来都不是我们应对疫情的策

略政府不想在这方面花费数百万英镑ꎮ”④



为企业提供政府担保的优惠贷款等方式ꎬ支持企业渡过难关ꎮ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英国政府即宣布了一项金额为 ３００ 亿英镑的经济刺激计划ꎬ６ 天后又推出了针对

企业的 ３３００ 亿英镑的贷款计划ꎮ 第二ꎬ依靠英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ꎬ通过放宽病假

和失业工资领取条件、提供工资补贴和小额信贷等方式ꎬ缓解失业压力ꎬ并为未来的经

济复苏保留劳动力ꎮ 第三ꎬ通过实物援助的方式ꎬ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群体提供帮助并

刺激消费以复苏经济ꎬ例如ꎬ为共计 １３０ 万学生提供免费用餐券ꎮ 为鼓励消费ꎬ英国政

府还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宣布ꎬ为外出就餐的食客提供 ５０％的折扣ꎬ最高减免 １０ 英镑ꎮ 第

四ꎬ为社会底层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以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减缓疫情传播ꎬ例如为街头

流浪人群提供基本保障等ꎮ①

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ꎬ②美国的疫情

应对策略与英国高度相似ꎮ 美国事实上走的正是饱受批评的“群体免疫”之路ꎬ而这

种放任的防控政策也使其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ꎮ 美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现第

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ꎬ疫情随后在国内迅速发展ꎮ 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美国历史

上首次 ５０ 个州全部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ꎬ其间疫情呈现反复及不断加剧的趋

势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美国疫情平缓发展ꎻ３ 月确诊人数快速上升ꎻ由于各州出台不同的管

控措施及天气转暖等原因ꎬ４ 月和 ５ 月确诊人数增长的势头有所放缓ꎬ但是ꎬ随着各州

因为复工复产而放松管控ꎬ从 ５ 月底开始到 ７ 月上旬ꎬ美国确诊人数再度激增ꎮ 一些

州被迫重新加大防控力度之后ꎬ每日确诊人数一度下降ꎮ 但是ꎬ由于各州就“防疫还

是复工”的问题争吵不休ꎬ公共卫生问题与竞选政治纠缠在一起ꎬ进入 ９ 月后ꎬ新冠疫

情再度恶化ꎬ确诊人数重新一路飙升ꎮ③

显然ꎬ在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的平稳运转之间ꎬ美国政府更加注重保证经济体系

的正常运转ꎮ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各州政府之

间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就是否以及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争吵不休、互相掣肘ꎬ防疫政策

左支右绌ꎬ但是ꎬ在意识到新冠疫情会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后ꎬ联邦政府不吝

花费ꎬ迅速出台了多种经济救助政策ꎬ全力保障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ꎮ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ꎬ美国政府就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ꎬ以应对新冠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

的严重影响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起ꎬ美联储出台了多项措施缓解新冠疫情的冲击ꎬ包括降

息以及高达 ７０００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启动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采取措施保证特

５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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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及救助企业债市场、为企业和居民以及州政府提供货币政策支持

等ꎮ 也是从 ３ 月初起ꎬ美国政府先后实施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ꎬ总额约 ２.６ 万亿美元ꎬ

相当于 ２０１８ 年美国 ＧＤＰ 的 １２％ꎮ①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起到了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ꎬ

但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ꎮ 例如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抬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ꎬ使得

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债市和房地产市场ꎬ普通民众获利有限ꎮ 从实施效果来看ꎬ美国政

府各项经济救助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是大企业的股权人和债权人ꎮ 因此ꎬ在新冠疫情之

下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缓和ꎬ反而呈现出加剧的趋势ꎮ②

可见ꎬ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ꎬ英美两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将各种经济因素置于首

位来考量ꎬ而关乎人命的公共安全需求被置于次要的位置或交由各地方政府自由处

置ꎬ同时各类社会群体也在极力抵制国家加大干预的力度ꎮ

(二)德国的“社会团结”与“平衡”策略

相较于英美两国ꎬ德国采取了更为积极和严格的防控措施ꎬ为了遏制疫情ꎬ采取了

扩大检疫、行动限制、禁止聚会和集会以及停止不必要的经济活动等措施ꎮ

第一ꎬ号召民众团结起来配合政府防控疫情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ꎬ新冠疫情继续蔓

延ꎬ德国政府和各界精英纷纷出面进行政治社会动员ꎬ强调“社会团结”与保护弱势群

体ꎬ号召民众和社会各界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ꎮ 这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首相在公开演讲

中传递的让英国人民“做好失去亲人的准备”的信息截然不同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德

国总理默克尔发表了一次罕见的全国性电视讲话ꎬ号召民众团结应对危机ꎮ 她在讲话

中强调ꎬ新冠病毒疫情是德国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ꎬ希望大家都能够严肃对待ꎬ

“只有勠力同心ꎬ我们才能应对挑战”ꎮ 因此ꎬ默克尔总理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尽自己的

一份力量ꎬ并呼吁国民遵守政府的一系列建议ꎬ暂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ꎮ 与其公开

讲话同步ꎬ德国各界的精英发出呼声ꎬ希望民众能够遵守政府出台的各项防疫措施ꎮ

例如ꎬ卫生部长斯潘(Ｊｅｎｓ Ｓｐａｈｎ)就呼吁民众增强个人责任感ꎬ暂时放弃音乐会和球

赛ꎻ病毒学家德罗斯腾(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ｒｏｓｔｅｎ)敦促人们在自己的私人领域采取负责任的行

动ꎬ保护年长的家庭成员等ꎮ 德国社会各界也积极遵从政府的防控措施ꎬ并参与到抗

疫活动中ꎮ 感染者听从政府和医生的建议ꎬ居家隔离ꎬ不与老人接触ꎻ各社会群体也积

极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ꎬ例如医学系大学生团体志愿奔赴一线ꎬ为医院的医务人员提

供支持和帮助ꎮ 在此过程中ꎬ社交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ꎬ成为社会群体集合和行动

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①

②

方溯源、方雄鹰:«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政策梳理、评析与启示»ꎬ载«国际金融»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第 ６９－７６ 页ꎮ

同上ꎮ 另参见李静、程恩富:«新冠疫情加剧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状»ꎬ载«经济导刊»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７６－８３ 页ꎮ



的重要平台ꎮ 各社会团体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开展各种公益活动ꎬ为困难群体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ꎮ① 可见ꎬ在疫情初期ꎬ德国各界已经就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达成了共识ꎮ②

第二ꎬ建立疫情评估体系ꎬ根据疫情的发展调整管控措施ꎬ以期尽量减少经济和社

会代价ꎮ 德国依靠专业权威的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ＲＫＩ)制定抗疫策

略ꎬ针对疫情可能的传播、发展情况ꎬ将抗疫措施分为依据疫情进展逐级应对的遏制、

保护和缓解三个阶段ꎮ③

第三ꎬ依托既有的医疗保障制度ꎬ为新冠肺炎患者和医疗机构提供资金支持ꎬ以保

证民众主动接受必要的检测和治疗ꎮ 在德国ꎬ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包

括 ＡＯＫ、ＴＫ 在内的大型公立医疗保险机构负担ꎮ 同时ꎬ为了保证医疗机构资金的流

动性ꎬ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ＣＯＶＩＤ－１９ 医院救济法案»ꎬ承诺向医

疗机构提供充足资金以保证医疗机构收治新冠病患的能力ꎬ这些资金将由医疗保险基

金和联邦税收共同承担ꎮ 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底开始ꎬ德国就为所有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

患者提供免费的核酸检测ꎬ从 ５ 月开始ꎬ在全国范围内为符合条件的无症状人群的核

酸检测提供补贴ꎮ 在个别州ꎬ这些检测费用全部由政府出资的特别基金支付ꎮ④

第四ꎬ集中资源支持医疗卫生体系ꎬ防止医疗卫生系统因压力过大崩溃ꎬ从而保障

新冠肺炎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ꎮ 德国的联邦和各州两级政府协同合作ꎬ为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ꎮ 在联邦一级ꎬ政府成立了由卫生部和内政部组成的、专门应

对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小组ꎬ在全国范围内有序采购和分配医疗物资ꎬ包括优先考虑

采购用于诊所、医院和联邦部门的防疫物资ꎻ除国际援助外禁止口罩等防疫物资设备

的出口等ꎮ⑤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德国政府就向世界最大的呼吸机生产商德拉格公司

订购了 １００００ 台呼吸机和其他医疗设备ꎮ 同时ꎬ医疗卫生机构也早有准备ꎬ制定了针

对新冠疫情的应急计划ꎬ增加了工作人员ꎬ推迟了非必要的手术时间ꎬ尽可能为新冠病

患提供更多的床位ꎮ⑥

德国的抗疫措施还得到了来自欧盟层面的支持ꎮ 欧盟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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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主要有:第一ꎬ为各国的医疗系统提供资金支持ꎬ欧盟委员会从欧盟预算中拨款

资助采购呼吸机等医疗设备ꎻ第二ꎬ统筹欧盟内部各种医疗设备的采购ꎬ保证各成员国

能以更低的价格、更及时地得到急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ꎻ第三ꎬ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医疗

救助ꎬ共同分担医疗系统的压力ꎻ第四ꎬ支持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科学研究ꎬ欧盟委员会

组织新冠疫情顾问团队ꎬ研究如何实施疫情防控和危机管理ꎬ同时提出欧洲疫苗计划ꎬ
加速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部署ꎻ第五ꎬ加强和协调内外部边界的管控ꎬ在保障驻欧盟的

外国居民返国的条件下ꎬ临时关闭外部边界ꎬ同时在成员国之间开设“绿色通道”ꎬ保
障各国之间的物资流动以及需要跨境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顺利过境ꎮ①

此外ꎬ德国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ꎬ采取各种措施ꎬ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经

济和社会压力ꎬ主要包括:第一ꎬ延长失业保险的领取时限ꎻ第二ꎬ为了减少失业率、稳
定就业并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保留劳动力ꎬ通过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期间设立的短时

工作制ꎬ保障劳动者的收入水平ꎬ放宽申请条件ꎬ提高补贴水平ꎻ第三ꎬ加大提供社会福

利的力度ꎬ临时调整育儿津贴的发放标准和执行方式ꎬ以应对学校停课造成的社会问

题ꎻ第四ꎬ加强社会救助ꎬ放宽社会救助的领取条件ꎬ修改与房屋租赁有关的法规ꎬ禁止

房东因欠缴房租而驱逐住客等ꎮ②

这些临时性的社会政策同样得到了欧盟的支持ꎬ尤其是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失业

保障和短时工作制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出台的规模达到 １０００ 亿欧元的“紧急缓解失业

风险支持计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ꎬＳＵＲＥ)ꎬ旨在帮

助各国应对疫情导致的失业问题ꎬ其用途包括支付短时工作津贴、失业津贴等ꎮ 此外ꎬ
欧盟还推出了针对年轻人的各种就业扶植政策ꎬ将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与欧盟的数字经

济转型对接起来ꎬ提供就业培训、创业启动资金和贷款、为雇用年轻人的企业提供补

贴ꎬ等等ꎮ③

在经济领域ꎬ德国联邦政府斥资 ７５００ 亿欧元大力开展经济援助活动ꎬ针对企业的

现实需求出台经济救助政策ꎬ其受益者既包括大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ꎮ 针对中小企

业ꎬ德国政府采取了直接提供资金补贴的援助方式ꎬ金额高达 ５００ 亿欧元ꎬ包括对个体

户提供为期 ３ 个月、每月 ９０００ 欧元的补贴ꎬ对 ５－１０ 人的公司提供为期 ３ 个月、每月

１５０００ 欧元的补贴等ꎻ同时修改相关法律ꎬ允许债务人暂时可以不偿还贷款ꎬ以缓解其

流动性压力ꎮ 针对大企业ꎬ联邦政府通过提供信贷支持的方式ꎬ解决其流动性短缺的

问题ꎬ包括 ４０００ 亿欧元的政府担保、１０００ 亿欧元的信贷授权等ꎬ尽全力避免企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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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信贷危机等问题ꎮ 欧盟层面的经济刺激措施也使德国不少企业受益ꎬ欧洲

投资银行集团(ＥＩＢ Ｇｒｏｕｐ)对中小企业增加了 ２００ 亿欧元的投资ꎬ欧洲投资基金

(ＥＩＦ)也向超过十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 ８０ 亿欧元的流动性ꎬ等等ꎮ①

显然ꎬ在德国ꎬ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稳定是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ꎬ国内各级政府以

及欧洲层面机构积极动员多种资源ꎬ采取多重措施ꎬ既要保障公共卫生需求ꎬ也要缓解

经济和社会冲击ꎮ 此外ꎬ新冠疫情的应对也反映出“社会团结”仍然是德国主流的社

会观念ꎬ德国社会整体承受防控措施的各种代价ꎬ包括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及防控措

施带来的经济损失ꎬ其目的就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尽可能充足的保护ꎮ 从其实施的

经济救助政策也可以看出ꎬ应对风险能力较弱的劳动者个人和中小企业得到了切实的

支持和保障ꎬ这与美国大企业受益的经济救助政策有很大的区别ꎮ
(三)中国的“严防死守”政策

从国际范围来看ꎬ新冠疫情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ꎬ就中国国内

而言ꎬ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ꎮ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最先爆发ꎬ通过国际比较可以

发现ꎬ中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了最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最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

蔓延ꎬ同时ꎬ也在短时期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ꎬ高度精练地总

结了在“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他指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ꎬ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ꎬ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ꎮ
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ꎬ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ꎬ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 ２１ 次会议研究决策ꎬ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

北中大会战ꎬ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ꎬ明确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ꎬ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ꎬ
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ꎮ 我们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ꎬ派出中央指导

组ꎬ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ꎮ 我们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ꎬ
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ꎬ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
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ꎮ 我们全力以赴救治患者ꎬ不遗漏一个感染者ꎬ
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ꎬ坚持中西医结合ꎬ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ꎬ最大程度提高了治愈

率、降低了病亡率ꎮ”②

９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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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丁纯:«新冠疫情中的欧盟社会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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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确定了严格防控的防疫策略ꎬ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严

格防控政策提供支持ꎬ尽量缩小疫情防控对企业和个人的冲击ꎮ 首先ꎬ出于为患者提

供有效治疗和疫情防控的考虑ꎬ迅速出台了“两个确保”的政策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财政部和医保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

急通知»ꎬ提出了两个“确保”:一是确保患者不会因为费用问题影响就医ꎻ二是确保收

治医院不会因为支付政策影响救治ꎬ并解决了异地就医的报销问题ꎬ为患者和医疗机

构双方提供了资金保障ꎮ① 其次ꎬ采取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ꎬ确保困难群体的基本生

活ꎬ这些困难群体包括低保户、低收入群体、流浪乞讨人员、因疫情防控无法就业的劳

动者等ꎮ 救助措施包括实物救助、现金救助以及提供基本照料服务等ꎮ 再次ꎬ利用失

业保险ꎬ为疫情期间无法继续工作的劳动者提供替代收入ꎬ同时ꎬ以返还失业保险金的

政策ꎬ鼓励企业不裁员和少裁员ꎬ以稳定就业ꎮ②

与此同时ꎬ各个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救助计划ꎬ有针对性地解决企

业面临的现实困难ꎬ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围ꎬ而是围绕着企

业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ꎬ具体包括:第一ꎬ全力保障疫区的基本物资

供应ꎬ保障基本的生产要素的供应ꎬ尤其是油电煤气和公共运输等ꎬ为经济和社会稳定

打下良好基础ꎻ第二ꎬ有序复工复产ꎬ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协调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复

工ꎬ保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ꎬ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ꎻ第三ꎬ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和社会保障缴费减免等方式ꎬ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ꎬ保证企业的流动性ꎻ第四ꎬ注重疫

情下的扶贫问题ꎬ针对疫情引发的贫困地区群众就业难、增收难和返贫风险增加等问

题ꎬ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率先复工复产ꎬ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解决贫困地区群

众的就业问题ꎮ③

通过对中国的防控及救助政策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ꎬ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绝

对的主导地位ꎬ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政策、组织、资金和人员等各方面的保障ꎮ 从果断

实施各种管制措施到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医疗人员和物资ꎬ再到维持基本的社会和经济

秩序以保证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及整体平衡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的各种

措施ꎬ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推进的ꎮ 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ꎬ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ꎬ也是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ꎮ 因此ꎬ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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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措施影响到个人利益ꎬ并带来了生活中的各种不便ꎬ民众还是普遍接受了这些防

控措施ꎬ克服困难ꎬ主动承担个人责任ꎬ并积极开展社会互助ꎬ与政府共同努力ꎬ抗击疫

情ꎬ共渡难关ꎮ

与欧美各国的疫情防控相比较ꎬ将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ꎬ这是中国

疫情防控最鲜明的特色ꎮ 同时ꎬ防控措施的有效实施也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政府政策与

社会力量之间的一致性ꎬ人民群众主动配合各种管制措施ꎬ社会各方还自动组织起来ꎬ
配合政府的工作ꎬ以弥补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二　 不同的国家行为责任观念

确定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平稳运行的优先次序ꎬ选择政府行政投入的领域和比

例ꎬ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人的属性问题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

细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化所导致的、劳动力的经济属性与社会

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ꎬ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矛盾ꎬ也是导致“自我调节

的市场”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发生紧张关系的重要原因ꎮ 新冠疫情期间ꎬ这种矛盾再

现于政府的政策选择中ꎮ 二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如何对待那些从经济角度看无效或低

效的劳动力的问题ꎮ 他们往往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ꎬ如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高龄老

人、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和贫困群体ꎮ 这些人或者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ꎬ或者是从事

低收入、低技能的低端就业ꎬ或者没有长期稳定的就业ꎮ 在疫情期间ꎬ为这些弱势群体

提供充分保障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支出ꎬ而这些支出很难被视为以保护作为生产要素的

劳动力为目的的对未来的投资ꎮ 因此ꎬ是否保护弱势群体体现的是一种价值选择ꎮ

(一)英美:“自由主义”、济贫法传统和消极抗疫

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ꎬ也是最早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国

家ꎬ其特殊的发展历史塑造了本国近现代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ꎮ
马克思论证了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ꎬ而劳动力的商品化需要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ꎬ可以出卖劳动力商品ꎻ二是劳动者一无所

有ꎬ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ꎮ① 因此ꎬ英国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ꎬ

一方面要消除各种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ꎬ从而实现解放劳动力的目标ꎻ另一方

面又需要想方设法让解放了的劳动者去出卖劳动力ꎬ而贫穷是最简单直接的动力ꎮ 这

一时期ꎬ在社会领域ꎬ从制度到观念的变迁都围绕着为劳动力商品化创造条件而展开ꎮ

１１　 国家行为责任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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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新教改革的过程中ꎬ针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宣扬的贫穷是一种美德的观念ꎬ
提出了“穷困是由个人道德缺陷导致”的观念ꎮ 这种“个人责任”观念在英国社会长期

占据主流地位ꎬ影响了社会主流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认识ꎬ也决定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社

会政策取向ꎮ 在 １６０１ 年出台的«济贫法»中ꎬ虽然在封建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基

础上ꎬ承认了国家需要承担救助穷人的责任ꎬ但同时认定贫困的根源来自个人的懒惰ꎬ
而懒惰的贫困者没有“资格”或只有“次等资格”接受国家的救助ꎮ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ꎬ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ꎬ社会主流观念认为ꎬ劳动者

群体的作用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ꎬ劳动者是财富的源泉ꎬ甚至他们就是财富本身ꎮ 因

此ꎬ让国家富强的秘诀就是拥有大量勤劳守纪的劳动力ꎬ同时让他们充分就业ꎮ 由于

懒惰被认为是人的天性ꎬ那么贫穷就是促使劳工大众勤奋工作的必要条件ꎮ 曾有人直

言不讳地指出:“必须让下等阶级身陷贫困ꎬ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勤奋的ꎬ除了白痴之

外ꎬ谁都知道这个道理ꎮ”①这种观念被马尔萨斯发展到极致ꎮ 在其备受争议的名著

«人口论»中ꎬ马尔萨斯依据“自然的法则”论证了贫困的必要性ꎬ认定贫穷是自然法则

的必然结果ꎮ 对贫困现象的这种认识自然会限制政府的济贫行为ꎮ 从贫困的必然性

出发ꎬ马尔萨斯批评济贫法ꎬ因为救助穷人不仅无法消除贫困现象ꎬ而且导致了有限资

源的浪费ꎮ②

因此ꎬ马尔萨斯感慨道:“要防止贫穷的发生ꎬ啊呀! 那是人力所做不到的ꎮ 徒然

努力去做天然做不成功的事情ꎬ我们不仅牺牲了可能的利益ꎬ而且牺牲了确实的利

益ꎮ”③简言之ꎬ社会资源应该集中于最有效率的劳动人口ꎬ而那些无效的劳动力———
无论是因为年老或伤残而导致劳动能力丧失ꎬ还是因为个人的道德堕落———依据自然

法则是应该被淘汰的ꎬ救助这些人群会浪费社会资源ꎮ
与“个人责任”相伴相生的英国济贫法传统确定了“次等资格”原则ꎬ接受救助的

贫困群体所得到的帮助不能超过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ꎬ并要满足严格的条件限制和

“资格”审查ꎮ “个人责任”和“次等资格”渗透到社会救助制度之中ꎬ成为英国济贫法

传统的鲜明特色ꎮ 就是这样一种条件严苛、保障水平不足的社会救助ꎬ也屡屡遭到自

由主义者的抨击ꎮ 再以马尔萨斯为例ꎬ他甚至认为政府所实施的救助导致了事实上的

“暴政”ꎬ因为“资格”审查必然要侵犯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ꎬ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ꎮ④

一方面ꎬ对国家干预的批判是“个人责任”观念的逻辑延伸ꎬ无论是针对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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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其他的社会问题ꎬ个人、家庭、社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ꎬ而国家只是为它们查漏补

缺ꎬ这也是马尔萨斯推崇的“自立的精神”ꎮ① 另一方面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ꎬ马尔萨斯

所批评的“济贫法”实施中出现的“暴政”也是封建制度的遗留ꎮ
社会制度的建设总是晚于社会变迁ꎬ伴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了人

口的大规模流动ꎬ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ꎬ由于经济周期而导致的失业与贫困

反复出现ꎬ但是ꎬ英国仍然依靠封建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应对这些“市场失灵”现

象ꎬ长期坚持“属地原则”ꎮ 出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局

限ꎬ占据主流的不是对贫困问题根源的深入探索ꎬ而是对济贫法体系中所蕴含的封建

因素的批判ꎮ 曾担任英国济贫法委员会秘书并在制定 １８３４ 年济贫法时发挥了重要作

用的乔治尼克尔斯爵士(Ｓｉ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Ｎｉｃｏｌｌｓ)曾就此做出尖锐的批评:“一位到访英国

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曾评论道ꎬ我们英国的«济贫法»延缓了革命ꎮ 可是ꎬ另有一种观点

认为«济贫法»机制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解放ꎬ妨碍了劳动者获取人身自由和财产

权ꎮ １７８９ 年以前法国农民的悲惨境遇的根由不在于缺少一部«济贫法»ꎬ而在于他们

长期陷于封建奴役无法自拔ꎮ 英国更早、也更为成功地废止了封建关系ꎮ 也许过

去从未有立法者深入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有一部«济贫法»? 乡

村社会是农奴制寄居的外壳ꎬ而«济贫法»本身就是农奴制度ꎮ 封建主义是从这种以

身份为基础的体系上发展起来的ꎬ而封建制度中没有任何其他部分像我们管理穷人的

各种规章一样详细精准地认定了一个人的身份ꎮ”②

可见ꎬ需要客观地看待英国早期自由主义者针对贫困问题所持有的一些基本观

点ꎬ无论是强调“个人责任”ꎬ还是反对国家干预ꎬ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ꎬ都起到了彻

底摧毁封建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ꎮ 因此ꎬ这
些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英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广为流传ꎬ并深入人心ꎮ
日后ꎬ尽管社会和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ꎬ这些观念仍然持续存在和影响着英国社会政

策的基本取向ꎮ 即便是到了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针对穷人、老人和残疾人等的政策制定ꎬ
仍然显示出马尔萨斯及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ꎬ政策制定者往往基于功利

计算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和道德原则出发来考虑如何对待这些弱势群体ꎮ 一份关于

英国退休制度的研究曾指出:“在一个基本制度主要围绕着生产与再生产议题而设计

的社会里ꎬ社区中的各种养老设施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现有劳动力大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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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ꎬ如何对待老年人是一个久拖不决的难题ꎮ”①

处理长期的社会问题也是这样ꎬ在重大的危机时刻ꎬ弱势群体同样得不到充分的

保护ꎮ 例如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ꎬ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不得不

自生自灭ꎮ 在英国最初受到大规模空袭的时候ꎬ政府拒绝将这些人转移到更安全的地

方ꎮ 随后ꎬ因为很多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干脆住进了防空洞ꎬ使防空洞人满为患ꎬ且有爆

发流行病的风险ꎬ英国政府才开始考虑疏散人群ꎮ 但是ꎬ根据官方的指导原则ꎬ在安置

过程中他们也被列于末位ꎮ “指导原则应该是很明确的ꎬ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最

为有效地利用接收地区所能提供的有限住所ꎬ包括大型住宅、营地、旅馆等ꎮ 由于住处

有限ꎬ如何利用应该根据优先次序确定ꎻ显然婴儿和孕妇应该优先安置ꎬ同样不言自明

的是ꎬ残疾人和老人应该位居末位ꎮ”②

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ꎬ继承了英国的新教伦理和“济贫法”传统ꎮ 同时ꎬ基于美

国特殊的自然和历史条件ꎬ美国社会主流对贫困现象和贫困群体的道德批评比英国更

加严苛ꎮ 首先ꎬ美国是一个“新大陆”ꎬ疆域辽阔ꎬ自然资源丰富ꎬ有着宽松的土地政

策ꎬ经济持续发展ꎬ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较而言ꎬ劳动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ꎮ 因此ꎬ人

们普遍相信ꎬ只要一个人愿意工作ꎬ就会有工作的机会ꎮ 其次ꎬ美国有着浓厚的新教传

统ꎬ新教的道德观念要求富人乐善好施ꎬ同时也要求穷人严于律己、勤奋工作ꎬ并认为

个人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经济上的成功ꎮ③ 在现实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宗

教的道德观念的共同作用下ꎬ社会整体上对体格健全的乞丐的容忍度更低ꎮ 殖民地时

期的一位清教圣徒马瑟(Ｃｏｔｔｏｎ Ｍａｔｈｅｒ)曾表达过:“对于那些整日放任自己、终日无所

事事的人ꎬ上帝给我们的训示就是ꎬ应该让他们挨饿ꎮ”④

事实上ꎬ即便是在北美这个“新世界”中ꎬ贫困的原因也是多重的ꎬ绝不限于个人

品行的缺陷ꎬ包括新移民的现实生活问题、不断发展的城镇化的后果、经济结构调整和

经济周期的影响ꎬ等等ꎮ 到了 １７ 世纪末ꎬ随着贫困问题日趋严重ꎬ各殖民地政府依靠

社区为这些穷人提供帮助ꎮ 对于绝大多数社区来说ꎬ在帮助穷人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

的环境下ꎬ它们也十分尽职尽责地投入到济贫工作中ꎮ

需要注意的是宗教信仰和民间团体在应对贫困问题中发挥的作用ꎬ它们从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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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两方面影响了美国人对“谁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个问题的认知ꎮ 例如ꎬ１８４３ 年

成立的私立慈善机构“纽约改善穷人生活状况协会”(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私立济贫机构ꎬ其成员多为信仰新教

的白人中产阶级ꎬ他们一方面关注贫困问题ꎬ把为处境困顿之人提供帮助视为道德义

务ꎻ另一方面ꎬ他们又担心穷人数量不断增长的社会现实会危及自己所珍视的美德ꎬ认
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由自身的道德缺陷导致的ꎬ包括奢侈浪费、缺乏远见、懒惰和酗酒

等等ꎮ①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ꎬ这种观念被不断强化ꎮ 而依靠社会组织而非直接的政

府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也体现了美国的特色ꎮ②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ꎬ所谓“适者生存”法则被视为普遍的自然规律ꎮ
这不仅是自然界生物演化的规律ꎬ也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ꎮ 因

此ꎬ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与生存竞争最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ꎮ 国家和政府所应做的是

为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提供保护ꎮ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ꎬ动用公共资源去支持教

育、国家颁布公共卫生立法、各种影响市场行为的规制以及帮助穷人的社会救助ꎬ都是

一些不合时宜、无助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举措ꎮ 这种观念在当时可谓“深入人心”ꎮ
在 １９２９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到来之时ꎬ美国总统胡佛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

徒ꎮ 尽管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潮ꎬ他仍然拒绝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

保障ꎮ 这种广为流传的观念也制约了美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ꎬ直到罗斯福就任

总统、实行新政ꎬ美国才于 １９３５ 年推出«社会保障法»来保障那些无法依靠出卖劳动

力谋生的弱势群体ꎬ而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也渗透了“次等资格”原则ꎮ
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ꎬ可以更好地理解英美两国在新冠疫情初期采取

的消极防控策略ꎮ 一方面ꎬ疫情防控必然会侵犯个人的自由、打断正常的经济活动ꎬ国
家干预的权能也会随之增长ꎬ这与自由主义依靠市场和私人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的基

本观念是背道而驰的ꎻ另一方面ꎬ在英美的社会传统里ꎬ为老、弱、病、残、贫困群体等弱

势群体提供充分保障缺乏社会共识ꎮ 纵观其历史ꎬ只有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处境给整体

国家利益(如公共安全、不能满足最低的道德标准)带来损害时ꎬ才会出台针对这些人

群的保护措施ꎮ 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淹没在“国家利益”“国民的整体利益”以及

“民族前途”等名目之下ꎮ 基于早期对新冠病毒的认识ꎬ高危人群是高龄老人、有慢性

基础病的人群以及贫困人口ꎮ 消极防控所造成的传播风险也主要由那些很难保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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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在对“自由意志民主主义”的描述中ꎬ指出“将民主限定在政治领域”ꎬ与这种社会现象是吻合的ꎮ 参见[德]
托比亚斯贡贝特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ꎬ第 ７２ 页ꎮ



交距离的群体来承担ꎮ 如果做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牺牲只是为了保障这些“无效”或
“低效”劳动力ꎬ这样的政策选择在“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社会是难以被接受的ꎮ
只是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ꎬ英美两国精英意识到“消极防控”带来了损害“国家利益”
的后果时ꎬ才被迫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ꎮ

(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下的平衡策略

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ꎬ而非自由市场经济ꎮ① 由于德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有别于英国ꎬ重商主义时期出现的自由主义观念未能在德国社会占据主流地位ꎮ 在二

战之后的经济重建过程中ꎬ德国逐步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体系ꎬ社会目标被嵌入市

场经济体系ꎬ出于社会目的而进行的国家干预得到普遍认可ꎬ社会团结和社会伙伴关

系成为基本社会制度ꎬ与英美强调个人自由、依靠市场和私人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的基

本观念有所区别ꎮ
中世纪以来ꎬ德国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ꎮ 德国不仅在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ꎬ而且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

态ꎬ直到 １８７１ 年才实现统一ꎬ建立了中央政府ꎮ 这样的历史环境使得国内各种力量互

相竞争、彼此博弈ꎮ 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观念ꎮ
首先ꎬ宗教改革之后ꎬ新教需要全面对抗天主教会的势力ꎮ 针对贫困问题ꎬ他们一

方面批评行乞的现象打击天主教势力ꎬ②另一方面则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帮助贫民ꎬ以
争取更多的支持ꎮ 新教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推动了社会救助的发展ꎬ使得济贫成为一

种新的社会规则ꎮ １８ 世纪末期ꎬ福格特男爵提出了“汉堡方案”ꎬ通过划分城区的方法

来解决汉堡这个大城市里的贫困问题ꎮ 他通过计算得出结论:社会上有足够的财力解

决所有穷人的问题ꎮ 由于“汉堡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的乞丐问题ꎬ德国其他城市

也纷纷仿效ꎮ 慕尼黑的卢姆福特伯爵对其做了修改:一是建立军事被服厂安置穷人劳

动ꎬ这显然受到英国«济贫法»的影响ꎻ二是强调应该尽量地使穷人感到快乐ꎬ这样他

们才有可能变得更有道德ꎬ这就与英国的«济贫法»传统有所区别ꎮ③

其次ꎬ德国各地的发展是不均衡的ꎬ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关系的解体不同程度地

出现在德国版图之内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上ꎮ 在后来统一了德国的普鲁士王国ꎬ封建

关系仍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的一个重要渠道ꎮ １７９４ 年 ７ 月在普鲁士王国生

效的普遍法(Ｌａｎｄｒｅｃｈｔ[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规定了国家所承担的救助贫困人口的义务ꎮ 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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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１)为那些无法自谋生路的市民提供食物和其他帮助是国家的义务ꎻ(２)对

那些缺少谋生的手段和机遇的人以及依靠他们抚养的家人ꎬ应该为他们提供与其能力

相适应的工作ꎻ(３)那些由于懒惰、游手好闲或其他不良嗜好而拒绝工作的人ꎬ应该受

到惩罚ꎬ强制劳动ꎬ并接受监管(６)国家被赋予以及应该承担责任ꎬ以采取措施防

范贫困及过度靡费(１５)各地的警察机构有责任为所有无力谋生的穷人或赤贫者

提供必要的帮助ꎮ”①

可见ꎬ一直到德国统一以前ꎬ普鲁士王国为了争取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支持ꎬ都强调

国家在救助穷人方面应承担责任ꎮ 在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ꎬ

这种观念得到尚未被彻底瓦解的封建关系的支持ꎬ从封建贵族到城市行会甚至一些新

的工业贵族ꎬ都认为应当由国家出面给予贫困群体适当的保护ꎮ

相比于英国ꎬ德国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ꎬ在德国真正开始经历工业化、发展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ꎬ工业化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在英国已经充分显现ꎮ 大工业

生产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因速度缓慢难以为外人察觉ꎬ而工业革命期间ꎬ英国如

“人间地狱”般的社会场景却给德国各个领域的精英带来极大的冲击ꎮ 因此ꎬ自由主

义思想不仅从未在德国占据主流地位ꎬ而且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改头换面ꎬ与英国

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距离ꎮ 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ꎬ德国的自由主义学说带有一种社团

主义的甚至有时是集体主义的内容ꎮ 在德国ꎬ个人责任和倡导自助的观点也是被广为

接受的ꎬ但是ꎬ少有人认为工业化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得到解决ꎮ

和英国人一样ꎬ德国人也会倡导勤劳、坚忍和节俭等个人美德ꎬ但是ꎬ社会并不普遍相

信仅靠这些美德ꎬ普通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ꎮ

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ꎬ德国马尔萨斯的拥趸却是保守主义者ꎬ他们认为传统

的封建纽带松弛了ꎬ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缺乏传统社会关系的种种约束ꎬ往往因为缺

乏远见与自律而陷入贫困ꎮ 马尔萨斯反对为贫民提供救助ꎬ希望绝对的贫困能保证他

们努力工作ꎬ不至于游手好闲ꎮ 但是ꎬ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却认为ꎬ应该恢复旧的社会关

系和限制个人自由来解决这个问题ꎮ 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果ꎬ马尔萨斯及其人口

理论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ꎬ到了德国却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ꎮ②

德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ꎬ由国家提供社会保护的传统没有被瓦解ꎬ

而是保存下来ꎮ 在 １８７１ 年德国统一之后ꎬ为了维护统一的国家ꎬ德国政府进行了包括

社会政策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ꎮ 俾斯麦首相为了调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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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是先进的保险制度ꎬ在德国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工伤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

险制度ꎬ这套制度体系后来为欧洲大陆国家广泛效仿ꎮ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 １９３０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ꎬ德国人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不

断深入地思考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ꎮ 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

在其回忆录中指出ꎬ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制度重建的过程中ꎬ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社
会主义化和计划经济”ꎮ 阿登纳认为:“根据我们特别是在 １９３３ 年以后得出的惨痛经

验ꎬ我们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坚决反对将巨大的经济力量集中掌握在私人或国家的

手中ꎮ”①

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ꎬ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提出了日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

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ꎮ 社会市场经济否定了计划经济ꎬ同时也否定了放任自流

的“自由经济”ꎮ 阿登纳在回忆录中转引了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基民盟—基社盟出版的一本

论文集中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观点:“‘社会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制度形成鲜明的

对照ꎬ我们反对计划经济ꎬ不论其领导机构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ꎬ不论是国家组织的还

是自行管理的ꎮ ‘社会市场经济’也反对其有自由主义印记的所谓‘自由经济’ꎮ 为了

防止重蹈‘自由经济’的覆辙ꎬ需要对垄断采取独立的监督以保证生产竞争ꎮ 因为正

像不应该由国家或半官方机构操纵工商企业和各个市场一样ꎬ也不应该让私人和私营

组织来操纵这些事务ꎮ ‘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在灵活适应市场行情的基础上ꎬ采
用一种综合性经济政策的有机手段有计划地刺激经济ꎮ 这种经济政策通过货币、信
贷、贸易、关税、税收、投资和社会政策以及其他措施的有机联系ꎬ使经济对实现其为全

体人民的福利以及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既定目标服务ꎮ 满足需要当然也包括给予居

民中不得温饱的人们以恰如其分的赡养ꎮ”②

有关“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总结认为ꎬ“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竞争机制、社会救

助原则和个体责任的基础之上”ꎮ③ 自其诞生之日起ꎬ“社会市场经济”就力求在市场、
社会和个人之间寻求平衡ꎮ 艾哈德认为ꎬ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固有的紧张关系ꎬ
永远都无法通过否认和放弃任意一方来缓解”ꎬ既不能彻底拒绝个人的自主选择ꎬ也
不能简单地全面放弃经济调控ꎮ 因此ꎬ需要不断地寻找黄金平衡点ꎮ 在艾哈德领导的

经济改革计划中ꎬ无论是对主要食品和基本原料的定量配给ꎬ还是后来根据形势的变

化做出的结束价格控制的决定ꎬ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政策体现的都不是简单的数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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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ꎬ而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适度平衡ꎻ一种以个人为主体同时又适合个人发

展和社会安定富足的整体关系体系ꎻ一种以市场为核心、国家帮助市场公平运行的整

体的关系体系ꎮ 这个整体的发动机是市场配置资源ꎬ而国家应当尽可能避免干预经

济ꎮ 国家的责任是通过建立秩序ꎬ制定竞争政策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ꎬ保证竞争的公平

性和合理性ꎬ使市场不被“丛林”法则支配ꎮ 当然ꎬ国家还要通过社会政策等弥补市场

的缺漏ꎬ例如通过社会政策、就业政策和教育政策等保障市场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公平ꎬ
也使大众福利大幅增长ꎮ

显然ꎬ“社会市场经济”是以对德国战前和战时经济社会的深刻反思为基础的ꎬ它
同时孕育并引导德国在两次战败后的重生ꎮ “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念ꎬ先是体

现在 １９４９ 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中ꎬ后又在 ２００７ 年被写进欧洲联盟的«里斯本条约»ꎬ成
为“欧洲模式”的核心理念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欧洲国家的“平衡”策略是与“社会市场经

济”理念一脉相承的ꎮ 像英国和美国那样以经济为重、总是立足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

度来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未在德国占据主流ꎮ 维护“社会团结”、为弱势群体

提供基本保障以及保障社会安全被认为是国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ꎬ出于这些目的的

国家干预不仅是正当的ꎬ也是必需的ꎮ
(三)中国:国家的救助责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传统的国家ꎬ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ꎮ 在中国的

文化传统中ꎬ基于“天命主义”①的思想ꎬ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认为救荒、救灾、扶助灾民

是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ꎮ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ꎬ直至如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ꎮ
“天命主义”认为ꎬ灾祸的根源在于君主德行有失ꎬ君主有责任出面祈禳ꎬ消弭灾

祸ꎮ 早在三代之时ꎬ出现天灾的时候ꎬ君王出面祭天便为成例ꎮ 根据«吕览顺民篇»:
“汤克夏而正天下ꎬ天大旱ꎬ五年不受ꎬ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ꎬ无及万夫ꎬ
万夫有罪ꎬ 在余一人ꎬ无以一人之不敏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ꎮ 于是剪其发ꎬ劘其手ꎬ
以身为牺牲ꎬ用祈福其上帝ꎬ民乃大悦ꎬ雨乃大至ꎮ”②

商朝即设立了一整套于灾荒时期祭祀禳灾的制度ꎮ 成周承继了殷商之制ꎬ此后历

朝历代ꎬ遇有各种自然灾害ꎬ朝廷必须出面祭祀ꎬ这种情况持续到清代ꎮ 据«清朝文献

通考»ꎬ“我朝凡遇水旱ꎬ或亲诣祈祷ꎬ或遣官将事ꎮ 皆本诚意以相感格ꎬ不事虚文ꎮ 初

立神祗坛ꎬ以祷水旱ꎬ云祈既举ꎬ礼仪修备ꎮ 间或遣祷山川ꎬ悉准古典”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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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ꎬ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救灾被认为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ꎮ 根

据邓拓的研究ꎬ“舍禳弭之思想外ꎬ历代亦颇不乏较切实际之各种救荒议论ꎬ此盖由事

实之逼迫而生ꎮ 此等议论ꎬ往往遂为实际政策之根据”ꎮ① 这些议论除了论证国家承

担救灾的道德义务ꎬ还从经济利益、社会安全和农业社会的现实需求等方面ꎬ论述了国

家须积极出面救灾的重要意义ꎮ 例如ꎬ陆曾禹曾言:“百姓之身家ꎬ国之仓廪所出ꎮ 年

岁丰登ꎬ民则为上实仓储ꎮ 旱涝告灾ꎬ君即为民谋保聚ꎮ 盖君犹心ꎬ而民犹体ꎮ 体安心

始泰ꎬ未有百姓困阨于下ꎬ而君臣能相安于上者也ꎮ 诚能发积储以救群黎ꎬ则一方安

乐ꎬ薄海内外皆安乐矣ꎮ”②因此ꎬ中国历代统治者皆以“一民饥ꎬ曰我饥之ꎬ一民寒ꎬ曰

我寒之”为救助灾民的基本原则ꎮ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ꎬ历朝历代不断探索、实践、改革ꎬ发展起一整套的救荒、救

灾的举措ꎮ 根据邓云特(邓拓)的总结ꎬ中国历代官府所施行过的救灾政策主要有:第

一ꎬ赈济ꎮ 通过提供实物(主要是谷物)、货币(银两)和以工代赈的方式ꎬ为灾民提供

基本的生活保障ꎮ 第二ꎬ调粟ꎮ 这主要有三种方式:移民就粟ꎬ即组织灾民到临近省份

就食ꎻ移粟就民ꎬ即从其他地区调度口粮至灾区ꎬ以平抑物价ꎻ平粜ꎬ即在饥年以低于当

地市场的价格售卖粮食ꎬ以平抑粮价ꎬ保证口粮供给ꎬ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

平抑粮价的平准机制ꎮ 第三ꎬ养恤ꎮ 它包括施粥ꎻ居养ꎬ即“临时收容抚恤之法”ꎬ设立

安民、给药、抚婴等机构ꎬ为灾民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ꎻ赎子ꎬ灾年往往有灾民卖儿卖女

的现象ꎬ由官府出资替这些灾民赎回子女ꎮ 第四ꎬ除害ꎮ 针对灾荒的不同原因ꎬ采取措

施积极抗灾ꎬ尤其是蝗灾、瘟疫等灾害ꎬ官方会组织动员民间力量ꎬ扑杀害虫、采取公共

卫生措施等ꎬ以降低灾害的严重程度ꎮ③ 从邓云特对中国历代救灾措施的梳理可以看

出ꎬ历代封建王朝和官府皆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从事防灾、救灾和赈灾等工作ꎮ 虽然史

籍所载、因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也俯拾皆是ꎬ但往往不能归咎于朝廷或中央政府的不

作为ꎮ④ 在历史演进中ꎬ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的应对灾害的机制ꎬ涉及从经济

干预到社会动员的诸多方面ꎮ 例如ꎬ“移粟就民”和“平准机制”ꎬ官府通过跨地区调配

物资和干预市场价格来保证灾区的基本民生ꎮ 虽然时移世易ꎬ在新冠疫情期间ꎬ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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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武汉保卫战”中看到类似的举措ꎮ 综观中国历朝的救灾措施ꎬ可以总结为以

下四个特点ꎮ
第一ꎬ国家主要承担救灾的责任ꎬ民间力量只是起到辅助政府(朝廷和地方官府)

的作用ꎮ 每有灾情ꎬ或地方官上报朝廷ꎬ或民众进京请命ꎬ由朝廷下发指令ꎬ地方依据

朝廷的旨意、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赈济灾民ꎮ 这样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和民众

之间的一种直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一方面ꎬ保护民众是国家应尽的义务ꎬ也是民众对

朝廷(国家)的基本诉求ꎻ另一方面ꎬ朝廷(或国家)为民众提供基本保护也是其合法性

的来源ꎬ救灾不力往往会成为民间暴乱的导火索ꎬ也是封建王朝丧失民心或民众拥护

的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救助措施覆盖面广ꎬ遍及灾区全体民众ꎬ但是救助的重点是最没有生存能力

的弱势群体ꎬ包括最为贫困的饥民和老人等ꎮ 例如ꎬ关于如何在灾荒时期施粥的讨论

就强调了要保障最穷困群体的需求ꎮ① 为了保证有限的救济资源能够用于最穷困群

体ꎬ在有些讨论中ꎬ设计了最低救助标准ꎮ②

第三ꎬ无论是接受实物救助ꎬ还是被养恤机构接收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ꎬ都是

普惠的ꎬ这些救助措施普遍面向灾区民众ꎬ没有资格限制ꎬ不需要进行生计调查ꎮ③

第四ꎬ注重维护基本社会单元———家庭的完整ꎮ 例如赎子这一措施ꎬ由政府出面

替父母赎买这些被卖的子女ꎬ以保证灾民的家庭完整和灾后的正常生活ꎬ也是为了维

护灾后平稳的社会秩序ꎮ 据传ꎬ自商汤时期ꎬ就已有这样的措施ꎮ④ 这种做法一直延

续到清代ꎮ
«礼记礼运»谈到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ꎬ天下为公ꎬ选贤与能ꎬ讲

信修睦ꎮ 故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子其子ꎬ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ꎬ矜寡孤独废

疾者ꎬ皆有所养ꎻ男有分ꎬ女有归ꎻ货恶其弃于地也ꎬ不必藏于己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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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圻«赈贷群议»提出:“赈所以賙穷民ꎬ所稍得过之家ꎬ遂遇大祲ꎬ犹能百计求活ꎮ 惟穷民坐以待毙ꎮ 賙
之期宜急ꎬ賙之法宜均ꎬ须藉仁明掌印官亲查ꎬ临仓调停给散ꎬ不使有遗ꎬ吏胥不致渔猎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ꎬ
第 ２０８ 页ꎮ

宋程明道提出:“救饥者ꎬ日得一食则不死矣ꎮ 当先营宽广居处ꎬ切不得令相枕藉宿ꎬ戒使晨入ꎬ午而后与
之食ꎮ 择羸弱者作稀粥ꎬ早晚两给ꎬ勿使至饱ꎬ俟气稍完ꎬ然后一给ꎬ其力能自营一食者ꎬ皆不来矣ꎮ 比之不择而
与ꎬ当活数倍多也ꎮ”同上书ꎬ第 ２１６ 页ꎮ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崇宁元年ꎬ八月ꎬ置安济坊养贫病者ꎬ仍令诸郡县并置ꎮ 九月ꎬ京师置居养院
以处鳏寡孤独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ꎮ 十一月ꎬ置河北安济坊ꎮ 崇宁三年ꎬ二月ꎬ丁未ꎬ置漏泽园ꎮ 初ꎬ神宗
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ꎮ 贫不能葬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ꎬ听人安厝ꎮ 命僧主之ꎬ葬及三千人以上ꎬ度僧
一人ꎮ 蔡京推广为园ꎬ置籍瘞人ꎬ并深三尺ꎬ毋令暴露ꎮ 监司循历检察安济坊ꎬ亦募僧主之ꎮ 三年医愈千人ꎮ 各县
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ꎬ道路遇寒僵仆之人ꎬ及无衣丐者ꎬ许送近便居养院ꎬ给钱米救济ꎮ 孤贫小儿可教者ꎬ
令入小学听读ꎮ 其衣褴ꎬ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ꎬ仍免入斋之用ꎮ 遗弃小儿ꎬ雇人乳养ꎬ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
行ꎮ”同上书ꎬ第 ３３２ 页ꎮ

同上书ꎬ第 ３３９－３４１ 页ꎮ



必为己ꎮ 是故谋闭而不兴ꎬ盗窃乱贼而不作ꎬ故户外而不闭ꎬ是谓大同ꎮ”①这就是中国

人心中的“大同世界”ꎬ实现这一理想被认为是国家和政府无法推卸的责任ꎮ 在近现

代的发展历程中ꎬ中国民众愈加依靠国家来应对各种内外挑战ꎬ包括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ꎮ 一项关于清代江南应对瘟疫措施的社会史研究发现ꎬ
随着江南地区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ꎬ瘟疫频发ꎬ推动了国家职能的扩张ꎬ以及官方

和民间互助关系的发展ꎮ “因此ꎬ国家具体职能的拓展ꎬ或者说ꎬ国家无所不包、笼统

的职能的具体化、明确化ꎬ与社会力量的强大和活跃一样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

必要的ꎮ”②

基于这种文化传统ꎬ面对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扩张ꎬ为广

大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以对抗“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负面影响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

项重要的历史使命ꎮ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ꎬ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维护工人和劳动者福利

的主张ꎬ并在解放区逐步实施各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ꎮ １９４５ 年ꎬ毛泽东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ꎬ提出了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纲

领性意见:“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ꎬ将采取调节劳资利害关系的政策ꎮ 一方面ꎬ
保护工人利益ꎬ根据情况的不同ꎬ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

和社会保险ꎬ保障工会的权利ꎻ另一方面ꎬ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

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ꎻ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ꎮ”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条件ꎬ主动积极地

探索实践了多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ꎬ并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

度ꎬ这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ꎮ 在西方国家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量来自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集团的压力和执政者的作为等多个方面ꎮ 虽然执政

者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ꎬ但是ꎬ制度建设往往是滞后的ꎮ 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和建设的主要动力则来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念和治国体制ꎮ 中国的经济相

对落后、人口极其众多、地域非常辽阔、差异十分明显ꎬ而且经济社会发展迅速ꎬ在这样

复杂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ꎬ第一推动力来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建党初期

制定的社会理想和施政目标ꎮ 受中国国情约束ꎬ这一社会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中国

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宣示执政目标ꎬ同时通过阶段性的措施和分层次的制度ꎬ逐
步落实对劳动者实施保护的承诺ꎮ 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之内ꎬ各主管部门及各地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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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宇撰:«礼记译注»ꎬ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２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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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在实现国家的社会责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①

综上所述ꎬ中国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认为ꎬ国家负有为广大民众提供基本保障的

社会责任ꎬ提供这些社会保障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ꎬ在出现经济和社会危

机的时候ꎬ广大民众也愿意接受政府的各项措施ꎬ并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ꎬ主动承

担个人责任ꎬ开展社会互助ꎮ 此次新冠疫情充分显示了这种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ꎮ 它

是一种与西方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国家与社会关系ꎮ

三　 结论:价值观念的差异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

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各种跨越国界的交流ꎮ 随着全球性的经济活动日益频

繁与密切ꎬ包括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ꎮ 这种频繁且深入

的交流所促成的“趋同”的现象不是均衡的ꎬ在不同的领域差别明显ꎮ 在物质的领域

或是经济领域ꎬ从技术到标准乃至政策的趋同明显可见ꎬ但价值观念的趋同显然要缓

慢得多ꎮ 经济全球化在塑造全球价值链与全球市场的同时ꎬ尚未塑造出一个共同的、

全球性的文化ꎬ也未催生出真正“普世”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ꎮ

各式各样的人员交流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ꎬ提供了更加快速、便捷和直观

的交流渠道ꎮ 然而技术进步革新了交流的方式ꎬ却并不必然导致有效沟通和增进相互

理解ꎬ也不一定带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趋同ꎬ甚至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ꎮ 以新

冠疫情期间的跨国交流为例ꎬ不同国家的疫情进展和防控措施通过各种官方和非官方

的渠道快速传播ꎮ 而且ꎬ各种社交媒体和抖音等视频软件还将不同社会内部的生活场

景即时呈现在世人面前ꎮ 因此ꎬ不仅是疫情的进展以及防控政策被跨国网络传播ꎬ而

且疫情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关于防控措施利弊得失的公共讨论、普通人在疫情之中的

生活场景ꎬ以及关于疫情及防控政策的不同看法和感受都被直接展现在不同国家的不

同受众眼前ꎮ 一定程度上ꎬ在新冠疫情带来普遍的公共卫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

下ꎬ这种即时全面的信息传播没有弥合价值观念的差异ꎬ相反加剧了不同价值观念之

间摩擦和碰撞ꎮ 可以说ꎬ共同的危机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ꎮ

各个国家和社会内部的价值观念ꎬ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ꎬ受其资源禀赋、

文化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影响ꎬ具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ꎬ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合理性ꎮ

正因为如此ꎬ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所孕育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ꎬ虽历经沉浮ꎬ仍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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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鲜明的特色及生命力ꎮ 因此ꎬ无法用孰优孰劣的标准来评判一国的价值观念ꎮ 不同

的价值观念也很难移植和替代ꎬ只能求同存异ꎬ致力于实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

家之间的和平交往ꎮ
当前ꎬ持续多年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遇到了挑战ꎬ“逆全球化”要求重建民族国家

的运动与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来构筑适应全球市场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努力并存ꎮ 显

然ꎬ创造有利于可持续的全球化的外部环境ꎬ需要多方面的努力ꎬ应该涵盖从经济基础

到上层建筑、从基础设施到价值观念的诸多方面ꎮ 优化全球治理体系ꎬ也需要一种跨

文化的视角ꎬ在承认各自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ꎬ接受“和而不同”ꎬ并共同追

求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ꎮ① 相反ꎬ认定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经验

具有“普世性”和假设人类发展道路的唯一性ꎬ必然会导致片面的理解、错误的认识和

危险的政策ꎬ同时也会为应对共同的危机和创造共同的未来制造障碍ꎮ

(作者简介:张浚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ꎻ周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研究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ꎮ 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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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也是中国一贯秉持的立场ꎮ 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ꎬ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
话中指出:“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ꎬ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
界各国分享ꎮ 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ꎬ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ꎮ” 参见«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４３８５２.ｈｔｍꎮ 这种立场与“模式竞赛”或“系统性竞争”等当下西方国家内部颇有影响的观点与政策实践形成了
鲜明对比ꎮ


